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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防”到“治”——国民政府时期钱塘江防治理念

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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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:对于钱塘江的涌潮和江道变迁灾害，清代之前人们所奉行的一直是以“防”为主的理念，导致了海塘

的修筑。伴随西方治水理念和治水技术的传入，国民政府时期，工程技术专家提出以“治”代“防”，通过实施江

道整治实现治本的目的。由此，钱塘江防治理念从“防”转为“治”。本文通过梳理史料，阐述了国民政府时期钱

塘江防治理念的演变发展过程，探析不同时期防治理念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:国民政府时期；钱塘江；防治工程；防治理念

钱塘江因独特地理条件形成闻名中外涌潮奇观，由远古至清代，由于对钱塘江江道及河流特性认识的不足，先民只能采用

修筑海塘这一被动的措施来抵御涌潮侵袭，虽然投入巨大，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潮患问题。民国时期，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

成立后，伴随西方治水理念和治水技术的传入，接受过现代水利科技教育的专家受邀执掌钱塘江治理工程。他们开始尝试采取

新的治水理念和治水方法，以达到除害兴利的治江目的。随着基础科研和对钱塘江河流特性认识的不断深入，众多水利专家均

认为钱塘江的根本问题在于江道摆动，唯有展开江道整治才是治本之策。由此，钱塘江防治理念完成了从以“防”为主向以“治”

为主的历史性转变，防治工程力求标本兼治，即通过修筑海塘实现治标目的、整治江道则为治本之策。钱塘江防治工程则逐步

由传统的经验治水走向专业化、建制化和科学化。

一、治江的背景

钱塘江自古有两大自然灾害，一是涌潮，二是江道变迁。

为防御潮灾，钱塘江两岸修筑有海塘工程。海塘是萧绍平原、杭嘉湖平原乃至太湖平原的保护屏障，海塘稳固与否直接影

响着国家赋税收入，所以海塘工程受到历代当政者的重视。不同历史时期，海塘修筑技术有所不同，但抗潮思想变化不大，一

直以防御为主。明代及以前采取“以宽治猛，不与海争地”的被动防御措施，海塘坍损，新筑海塘则被建造在远离江流的江岸

上，形成潮进塘退的势态，导致钱塘江江面日益变宽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清代乾隆皇帝提出了“寸步不让，一劳永逸”的修

筑原则，投入大量经费，在北岸建成坚固的鱼鳞大石塘，海塘修筑思想从“被动防御”转为“主动防御”，并完成了防咸御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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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纵深防护体系。但因鱼鳞海塘修筑费用极高，且日常维护靡费，随着清政府国力的日益衰竭，无力开展大型修筑工程。至民

国时期，海塘已出现多处坍塌，严重威胁着两岸安全。

江道变迁是钱塘江另一主要灾害。历代形成的“被动防御”思想，致使钱塘江江道日益宽泛，但江水主流宽度有限，江道

在南北两岸海塘间摆动频繁。因江道宽阔，江流靠近一边岸线时，对岸受外海来沙影响会淤涨出大片滩涂。江道迁移时间不定，

两岸滩涂被当地百姓开发利用，种植各种作物，建造盐场，甚至形成市镇。

例如，在清乾隆四十一年(1776)前后，钱塘江江道水势走北，中小门全部淤塞，江流主槽稳定在北大门。此时，北岸已修

筑完成鱼鳞大石塘来防御潮害。同时，南岸江滩持续淤涨，逐渐形成南沙滩地的雏形，且规模不断扩大。至 1892 年，(西兴)塘

外沙地成围，来往行人均视为康庄大道，忘记其为捍海之塘。

1892 年之后，钱塘江江道开始向南迁移，造成了由西牧乡西岸开始的江岸逐渐坍陷，坍江实情如图 1。1912 至 1926 年间共

坍田地 38 万余亩，使得该处江身出现大弯。
[1]
1927 年，钱塘江江流继续南侵，(西兴)土塘被冲毁，钱塘江下游南沙江岸发生坍

塌，第一码头桩身动摇，萧公路江边公交站房舍不得不上移以避江坍；江心则逐渐出现长约 2 公里的淤滩。
[2]

二、治本理念的首次提出

面对坍损破败的海塘和持续发生的坍江灾情，整治钱塘江已迫在眉睫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政局的稳定、严重的灾情、

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为钱塘江防治工程的提出创造了有利条件，相关管理机构被重组建立。

1927 年，浙江省省务会议通过改组成立钱塘江工程局的决议，统一管理南北两岸海塘及浚治事务。
[3]
该局确立了专家治江

的管理体制，任命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土木工科的林大同(1880～1936)为局长，毕业于北洋大学的徐世大为兼职总工程师。各

工程段负责人也均接受过专业教育，其中杭海段工程师须恺首次提出钱塘江治本设想。

须恺(1900～1969)
[4]
，1915 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首届特科班。1917 年，须恺以优异成绩毕业，先后任职于江苏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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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北运河工程局和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。因工作出色，1920 年被推荐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吐洛克灌区(Turlock Irrigation

District)工作。1922 年进入旧金山的美国加州大学灌溉系学习，曾到伊利诺斯州、纽约州和芝加哥等地实地考察水利工程建设

情况。1924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。

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引起钱塘江工程局领导的注意，1927 年受聘担任杭海段工程师。随之对钱塘江流域展开现场勘察，

他认为修筑海塘不能解决钱塘江潮患和江道变迁的问题，应实施治本之策。

同年 11 月，须恺向浙江省政府上呈《略陈钱塘江治理意见书》，提出以“治”为主的流域防治方案，具体内容如下:
[5]

首先，上游综合开发，利用上游河流比降进行水力发电。

其次，江道整治，阻止坍江。修筑挑水坝濬治江身，防止潮流冲击，实现治本方略。

第三，倡导开展基础科研。他建议开展水学(今水文学)测量、地形测量，获取河流流速与流量、潮位、潮流流向、潮力、

风力变化、含沙量等基础数据资料。

第四，长远规划:修筑海塘，建设海港，疏通江道。在江道整治和海塘修筑的基础上，钱塘江河口段修筑海港；疏通南大门、

中小门，使其重新成为江流主道。

第五，统一管理机构。他建议将海塘修筑、江道整治、测量等各项工程由同一组织机构负责。

须恺的治理方案引起当时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的注意。浙江省政府特发政令:“要求总工程师与各辖段工程师协商治本方略，

及治标工程方式”。
[6]
须恺所提出的治江设想是由国人提出的首个钱塘江治本理念，彻底改变了几百年来固守的以“防”为主的

治江思想。他的设想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计划，涉及基础科研、流域综合开发、江道整治、江道主流流路、设置海港及管理等多

个方面的内容，其中大部分治理设想在后续工程中被实施，除“重开南大门、中小门”和“建设海港”外。

受政治因素影响，须恺未能执掌防治工程，1928 年离开杭州任职南京。但是，他的设想开启了钱塘江防治工程的新时代，

防治理念从“防”转为“治”，力求“防治结合”，这是钱塘江防治理念一次根本性的变革，直接影响着此后开展的防治工程。

三、首个治本方案的实施

1928 年 8 月，钱塘江工程局被扩充改组为浙江省水利局，负责整治江道、修筑海塘及全省水利建设。水利局沿袭了海塘工

程局专家治江的管理理念，组织规程规定:“由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工程处处长，其下辖的杭海段海塘工程处、盐平段海塘工

程处、绍萧段塘闸工程处负责人也必须为专业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另配备有助理工程师。”
[7]
这一管理原则在政派斗争激烈的

国民政府时期显得尤为重要，为科学治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，内部派系斗争激烈，直接影响着关键部门主要领导的任命。此时，“亲德派”居于政府领导层的

主导地位。张静江(1877～1950)
[8]
任浙江省省主席，受其资助和提携的朱家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，一直追随张的曾养甫(1898～

1969)
[9]
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，建设厅管辖着省内与建设相关的所有部门，包括水利局。受此影响，浙江省政府聘请留德博士戴

恩基(1894～不详)
[10]

为水利局局长，奥地利水利专家白郎都(Ludwig Brandl)为总工程师。其中，戴恩基与朱家骅为留德同学，

两人关系紧密。
[11]
白郎都曾任职于多瑙河防治工程委员会，具有治理多瑙河的实践工作经验，他的专业背景、工作经历使其成

为总工程师的有利人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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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希望通过实施钱塘江防治工程能够达到除害兴利的治江目的，首先要解决通航问题，其次是在下游杭州湾的乍浦、

澉浦一带建设东方大港，践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设想。
[12]

白郎都接受任务后，于 1929 年 11月 7 日至 16 日对钱塘江自闸口至龙游前驿关段进行实地视察，考察不同江段的江道情况，

撰写视察报告，内容涉及不同江段江流、水势、水深、江心浅滩、潮汐大小及江道航运等实况。

在此基础上，白郎都拟定《钱塘江之整理计划》。他认为“流域防治工程应从测量、绘制河道地图、水文观察入手，长远

的整理计划应以实测数据资料为基础，应首先开展测量和水文等基础科研工作，并提议开展飞机测量；防灾救危或发展交通的

急要工程同时开展。”
[13]
方案中提到“急思根本防治以利航运所预定之方针:大致在使该江河床于最低水位时亦得畅行轮舶，并

酌建平水纵坝，以防岸地坍决。”
[14]

从图 2 可以清晰看到江道内潜水坝、挑水坝的布置情况，及对钱塘江河道河流形态的治理

预期。工程实施后，钱塘江将成为一条有着固定江宽、江湾平缓的河流。在此防治理念指导下，白郎都提出急需开展的四项工

程:河床整治、沟通运河、南沙保坍、闻堰护塘。
[15]

河床整治:实施“缩狭江道，增加水深”的治江方式来满足和实现通航条件；修筑新堤坝，在新老两堤之间实施促淤工程，

形成平陆；新堤外抛石抵御江流；治理段江道河宽控制在 1600 公尺。

沟通运河:受海潮影响，自古钱塘江与京杭大运河完全隔绝，往来船只运送货物需通过杭州的陆路转运，极为不便。白郎都

设计了三条线路使江河相通，但具体实施方案需根据实测数据资料来确定。

南沙保坍:为阻止持续发生的南岸坍江，方案中提出用乱石筑挑水坝的治理方式。后因江道多变，计划随之多次调整。

闻堰护塘:钱塘江南岸闻堰段正处于钱塘江“之”字转弯处，海塘年久失修，塘脚损坏，塘底被潮水搜空，河岸逐渐坍陷，

危及塘身。计划拟修筑 8 座标准潜水坝，实现阻流促淤、保护塘岸；修筑护岸石坦两处，保护塘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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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“沟通运河”外，其他三项计划均得到实施。南岸通过修筑潜水坝、挑水坝来实现防坍促淤，坍江之势得到抑制，并出

现涨滩，效果很好。但是，这些措施仅为救急之策，因缺乏实测数据资料尚无法制定长远江道整治规划。

白郎都的治江理念和治理措施与须恺有众多相同之处，两人均强调基础科研的重要，以修筑挑、潜水坝来刷深江道。工程

的实施为继任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，其中“缩狭江道”的治理理念成为钱塘江防治工程的根本原则。

四、综合防治理念的提出

1931 年，浙江省领导层发生变动，水利局主要领导也随之进行调整，“亲英美”派开始走上政治舞台。省政府改聘曾留学

美国的张自立(1895-1977)
[16]
担任局长兼总工程。张自立继续已开展工作，根据江道变化的新情况，调整原规划，形成新的防治

方案。

1932 年 12 月 30日，浙江省水利局发布《整理钱塘江之意见》，文中提到:“钱塘江之修治与海塘之整理关系尤为密切。为

航运之便利计，为农田之蓄泄计，为沙地之保坍计，为海塘之安全计，均有亟施整治之必要。”
[17]
由此可知，防治工程的任务

要求并未改变。张自立认为应分三步开展工程，即:实施地形和水文测量、拟定治本计划、分期渐进实施工程。他更强调流域的

综合开发利用，根据钱塘江上、中、下游的特点制定相应防治方略，具体内容如下
[18]
:

１．上游建筑拦洪堰坝。在河流上游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筑拦洪堰坝，以蓄江水避免洪水直泻，此方法有助于航运，亦对下

游防洪有利。

2.中游实施护岸及防洪工程。计划自桐庐至杭州一段修筑挑水坝、潜水坝及护岸工程，防止两岸坍毁，使水道归一；利用

水流冲刷江底淤积的砂土，将其冲刷流入海中。方案重新布置设计原挑水坝和潜水坝，新设计的江道更为顺直。

3.缩狭下游过阔的江面。方案延续了“缩狭江道”的防治理念，提出自三廊庙以下实施缩狭工程，来实现浚防治底、整理

杭州湾出海口、低水位通航的治理目的。

4.“自下而上”的防治理念。张自立建议工程实施应从下游开始，通过下游整理江道工程获得收益，如:增涨沙地获取土地

收益、发展生产等，减轻政府负担，促成中、上游整理计划的完成。

张自力认同通过兴筑潜水坝、挑水坝、顺水坝，来实现缩狭江面、刷深江底、塘外涨沙，保护塘身等治江目的；提出钱塘

江海塘工程治本之策以整治江道、修筑坝工作为起点。同时，浙江省水利局积极筹措资金，修筑已出现险情的海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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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来看，张自立在继承前任防治理念的基础上，将着眼点放在整条流域的开发利用上。他更强调下游治理的重要性，提

出以治江获利来反哺防治工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张自立侧重于将江道设计为顺直，且提出“自下而上”治理理念，这是防治理

念的又一次发展，并付诸实施。工程实施过程中，布置更多丁顺坝，且加长原有坝体长度，对北岸六和塔段江道实施了“裁弯

取直”
[19]
工程，为防治工程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，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。

五、系统科学防治理念的提出

(一)重建管理机构

1937 年抗战爆发，政府机构迁至浙北山区，机构多有调整。钱塘江防治工程被迫停止，钱塘江再次回到“保塘不保滩”的

状态。

1942 夏至 1946 年 4 月间，钱塘江江道再次南迁，南岸南沙一带持续发生坍江，相继坍没农田十万二千亩。
[20]

至 1947 年 6

月底，“南沙坍势极烈，头蓬东北闹市已成海底，新湾情势危急，而南沙赭山一带新涨沙地计约五万余亩。……数百年至肥沃

南沙，若不急救，江侵沉海底”。
[21]

此次坍江之后，钱塘江江道有重走南大门之势。江道变迁致使萧山西陵至绍兴三江闸段江

塘塘脚暴露，每日受潮汐冲刷，危及塘身安全。

1945 年抗战结束时，钱塘江北岸险段石塘出现长达 3公里的坍塌，此事引起蒋介石的关注，特拨付抢修经费，成立浙江省

海塘工程紧急抢修临时工程处。1946 年，浙江省重新组建钱塘江海塘工程局，专门负责海塘修筑工程，任命茅以升(1896～1989)
[22]

为局长，汪胡桢(1897～1989)
[23]
为副局长兼总工程师。

[24]

1946 年 8 月 1 日，茅以升在上任前一周召集水利专家组成中外专家考察团，对钱塘江展开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。专家组除

对海塘修筑工程提出意见和建议外，还探讨了钱塘江的治本问题。

茅以升认为钱塘江的灾害甚于黄河，他谈道:“中国三大河工———黄河、运河、钱塘江，运河为沟通漕运的工程。……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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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江坍江泛滥史不绝牍。黄河泛滥，为害一年，过次一年，被泛滥地区所沉淀的土地都将变成沃土。而钱塘江被潮水冲刷后的

土地咸质，淤积的土地无法耕种。钱塘江的为患之烈，还在黄河之上。”
[25]

通过实地勘察和中外专家建议，茅以升提出:“为今之计，保坍重于修塘，防治重于保坍，防治须稳定河床，使流窜的江水

归槽，最好能使江河变为狭而深，则江上可以通航，两边可以剩出土地开垦，并可在上游筑坝连同潮水来发电，电力可以供应

上海。所以整治钱江要利用钱江的特性，因势利导，必能事半功倍。”
[25]

他确立了“以江道整治的治本工程作为根本目标，同

时兼顾流域的综合开发利用”的防治理念。

(二)科学治江方略的拟定

为科学合理地制定防治方案，茅以升、汪胡桢两位负责人破除政治派系的影响和限制，聘请中央大学水利系教授张书农

(1910～1997)
[26]
负责拟定治本方案。张书农，1933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，后留学德国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。

此时，德国在水工实验和水利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居于世界前列。

张书农根据已有水文、地形等实测资料，详细分析钱塘江河口河床、泥沙、潮汐的运动特点及国外河口治理经验，对钱塘

江的河湾、浅滩、河床摆动、护岸工程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，拟定了首个以流域实测数据为基础，运用现代水利科学理论，参

照国外治河经验所制定的科学系统的钱塘江防治方案。

张书农所制定的钱塘江下游防治方略主要涉及三部分的内容
[27]
:

1.钱塘江防治计划的多元化

钱塘江下游防治工程的总体内容包括防洪、航运和垦殖三个问题，潮水发电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方案提出:“稳固河床，

防止主溜靠近海塘作为最为重要的工作；通航问题次之，考虑在海宁和乍浦间建立海港。河床稳固后，逐步开展围垦；上游利

用潮差，开展潮水发电，但需进一步研究。”

2.钱塘江下游三种治导方法

(1)扩大和固定河床，使退潮的水流冲刷涨潮时淤积的泥沙，维持必要的水深；(2)在河口中修筑两条长的顺坝，造成狭窄

的深水航道；(3)做一个拦河坝，根据涨落潮进行启闭。三种方案应根据水文、地形资料展开模型试验，才可以确定具体的实施

方案。钱塘江下游所开展的河床整理工程中，结合了前两种方案，以达到刷深河道的预期效果。

3.钱塘江下游河床整理计划

张书农根据 1946 年的水文资料，拟定初步河床整理计划。整治河床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航运需求，具体措施如下:第一，改

良河弯，将急锐的河弯改成平缓的弯曲，或裁弯取直。第二，规划适当的河床宽度。理想的河床应为喇叭形，自上游向下游渐

渐放宽，以便潮汐的涨落。第三，关注河床的走势，自上游河床以平缓的坡度向下游河口倾斜。第四，设置治导河线，修筑丁、

顺坝。采用传统丁、顺坝控制江流的方法，沿治导河线布置丁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河宽的设计是以 1947 和 1948 年间枯水

期海宁河槽合二为一(中沙消失)时的河槽断面为依据，设计低、中水位的水面宽度和断面，并保持闸口水面宽度不变，澉浦河

床断面不变，从而设计出沿程控制的河宽。
[28]

张书农希望通过防治工程的实施，获得以下成效:河床固定后海塘底脚不致遭受水流冲刷，可保证海塘安全；水流集中，水

深增加，利于航运；通过修筑丁、顺坝促淤，可形成新的淤积地；提出设计河线(治导线)，保持钱塘江河弯数目不变，将急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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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成平缓的弯道，详见图 3。

从图中我们可以了解，张书农实施“全面缩狭江道”的防治理念，选取中小门略偏北的流路作为江流主道，通过丁、顺坝

促淤获取土地，改变钱塘江江道多急、锐湾道的河流特性，使江道顺直来增大进潮量，加强河流冲刷力达到刷深江道的目的；

改变了白郎都“固定河宽”的防治理念，而是根据不同江段河流特性确定河宽。

张书农的方案是以实测数据资料为研究基础，是首个科学系统的防治方案。但是，受技术和认知水平的限制，某些理念和

措施仍存在不足，如:江道裁弯取直增大进潮量的问题。但我们仍不可否认其奠基作用，他的研究对后来开展的防治工程起到了

指导性作用。
[29]

难能可贵的是，张书农将方案中所应用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，并指出存在的问题。如:关于河床断面的计算方法

所使用的计算方法不适用于钱塘江潮汐计算；高、低水线的计算方法；戚受系数 C 的选取问题等。技术的应用和发展需要科学

理论的支撑，适用的科学理论是解决和攻克技术难题的关键，如此详尽的说明为未来的研究者指出了研究方向和应关注的问题，

有助于后辈研究者理解其设计原理，尽快发现不足并改进研究方法。

六、结语

国民政府时期，中国获得了短暂休养生息的时间，当政者致力于发展国内生产、恢复国民经济、建设国家。水利建设涉及

社会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，是开展国民建设的根本内容。浙江水利建设又因钱塘江灾害而显得格外重要，从而引起自上至下的

普遍关注。浙江省政府聘请中外技术专家担任项目的负责人和管理者，确立专家治江的管理体制。中外专家将西方现代治水理

念带入到钱塘江防治工程，开展基础科研，探索河流特性，不断调整防治理念和防治方案，逐步实现了“技术本土化”。本文

梳理了国民政府时期钱塘江防治理念的发展过程，从须恺提出治本设想，到白郎都的“缩狭江道”，再到张自立的“流域综合

开发”和“裁弯取直”工程，再至张书农科学防治理念的形成。钱塘江防治理念完成了从“防”到“治”的历史性变革。

防治理念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，是对流域认识的不断深化，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纠错与发展。正是

前期对基础科研的重视，获取和积累了流域实测数据资料，张书农才得以展开深入研究，制定详尽科学的防治规划方案。总结

防治理念演变发展过程，主要有以下特点:

第一，钱塘江防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。不同时期的专家学者根据治江需要和江道变化情况，提出新

的防治理念，形成新的治理方案。

第二，提出了钱塘江下游“缩狭江道，稳定河床”的防治理念，该理念成为钱塘江河口段治江工程的根本原则。

第三，专家对基础科研的重视，推动了钱塘江测量、水位、测候、地质等基础科研体系的构建，为后期治江理念和治江方

案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第四，以基础实测数据为基础，张书农设计了不同江段的河宽，并提出“治导线”这一重要防治理念和治理原则。

第五，张自立和张书农都提出了河流的形态问题，即“裁弯取直”问题，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治江方法。

第六，逐步确立了“不同江段，不同治理原则，注重流域综合治理开发利用”的防治理念。

国民政府时期，钱塘江防治理念的发展是在引进、消化、吸收西方现代治水理念的基础上，不同专家结合不同时期河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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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运用现代水利科学知识，以防治灾害兼顾社会现实需求为治理目的而逐步形成的，反映了现代水利科技的发展历程。钱塘

江防治工程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治水工程，是中国现代水利科学体系构建和发展的一个缩影。国民政府时期所开展的水利

工程建设是研究中国现代治水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，是研究我国现代水利科技体系构建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

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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